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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

平的影响。通过采用 2013 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
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

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
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
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
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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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互联网，为什么慈善

互联网的兴起被广泛认为给社会和政治信任带来了

新的挑战。互联网究竟是一个瓦解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组
织信任的利器呢，还是一个操纵人们信任感的工具? 如

果互联网对人们的信任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话，这

种影响的边界又在哪里? 在互联网之外，其他因素的影

响力又是如何呢?

选择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作为研究对象，经验上的考

虑很直接: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上的一个轰动性公共事件，许多人都认为该事件给中国

红十字会的信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社会科学方法论
的角度来说，“郭美美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的打击构成
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 我们可以对比人们对红十字

会及其他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及影响因素，来检验互联

网在“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在理论上，选择慈善机构的信任作为研究对象表明

了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的想法: 通过对非纯政治性组织的

研究，来探究人们在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语境下的社
会和政治态度。研究者们一个常见的思路是用国人的社
会信任来解释政治信任①。这种既定的研究模式一方面
是受到了现有诸多数据库本身题项设计的限制，另一方

面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一种狭隘的社会 －政治信任观。
将政治信任局限于对政治组织的信任和将社会信任局限

于人际信任这一做法，忽略了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

内在的共通性: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许多社会组织

本身即带有“政治性”( 比如官办的“社会组织”) 。此外，询
问对慈善组织的态度，则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却同

0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体参与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监管体制研究”( 项目号: 14BSH096) 的前期成果之一。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4.06.014



时也能从中探究人们对政治—社会混合型组织的态度。

文献回顾:信任解释的两个维度与互联网社会

曾有学者根据社会科学中关于新人研究的既有文

献，总结出两套研究路径: 一是“社会文化路径”，另一个
是“微观政治路径”②。这两种研究路径当然是互补的。

许多学者都相信社会 －文化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有着
重要的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受到罗伯特． 普特
南影响至深的所谓“社会资本学派”的学徒③。这一学派
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政治信任实际上是社会信任的反

映。一些学者就坚持认为如果人们更多地信任社会，则
他们就会更少地不信任政治; 相反，对社会抱有怀疑态度

的人则也会对政治抱有怀疑。

对本文来说，问题在于有些慈善组织本身即同时带

有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维度 ( 如官方的慈善组织) 。因此，

需要借助其他的指标来测量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属性。

一些研究者主张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都是有用的指标。

例如，有学者认为女性和年长者就更容易信任公共组织，

而这个和他们的社会化和政治化的经历有关④。

青年人的互联网行为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也是

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许多行互联
网行为实际上一方面让使用者扩大了社会交际圈，另一

方面在培育特定的群体文化。⑤那些更多使用和相信互
联网上提供的社会和政治信息的网民们，实际上也更多

地相信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和场所。⑥也许多
研究都显示，互联网行为和网上的意见表达之间存在一

种正向关系。这种相关性不一定受到网速这样的硬件的
影响，而是和使用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广度有关⑦。

事实是，互联网行为虽然是一种线上行为，但很多影

响这种行为的因素却来自线下。在讨论为什么英国的一
些年轻人更多地上网互动的时候，有研究者发现使用者

使用互联网时的体验和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更

重要的，是使用者的那些社会人口特征。这种互联网使
用的差异，除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也很有可能自于被

访者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和经济特征。

除此之外，微观政治的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有研
究者就认为，中国网民的网上参与行为是由他们的政治

态度、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对社会体系的信任所决定的。⑧

与此类似，一项关于美国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则表明，

出人意料的是，那些更多地浏览政府机关网页的大学生

反而更容易对政府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很有可能是

与他们负面的浏览体验有关。

此外，许多大学生入党时的功利性也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讨论。除了实际的社会政治参与之外，政治信念也
很重要。既有的许多理论解释除了认为政治信任与执政
者的具体绩效表现直接相关，都有强调抽象政治认知等

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很多关于政治信任的文章都
已经表明，那些倾向于威权政体和强人政治的被访者，往

往更容易相信国家组织或当局。⑨⑩还有研究者认为，对
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较强的民主权利意识和西方普世

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是其对某些制度和政策认同度较低

的重要原因。瑏瑡

数据描述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
查”的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3 年 9 月进行。为了确保测量到不同层
次大学的差异，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

的办法。最终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

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在选定了学校之后，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被调查学生点击邀请邮件链
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的平台上填

答电子问卷。2013 年调查共获得了 7875 个有效样本，样
本应答率 73． 9%。12 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 97． 0%，应
答率最低的 60． 5%。
( 二) 变量设置

因变量。本研究的对象是大学生对不同类型慈善渠
道的信任。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您需要为慈善事业或
者自然灾害等事件捐款，您觉得下列机构或渠道的信任

程度如何?”，问题的选项则分别从“很信任”、“比较信任”

到“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

自变量。第一组变量测量的都是被访者互联网的使
用情况。( 1) “上微博”是一个二分变量; ( 2) “翻墙”询问
了被访者是否翻墙，答案有“是”、“否”、“不知道翻墙是什
么”三种类型。( 3) “网络获取信息的频率”是一个量表。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被访者通过互联网进行下列活动的

频率:“浏览新闻、了解社会动态，获得咨询”、“通过网路
( 如 QQ/MSN /人人网等) 保持和朋友联系或认识新的朋
友”、“通过网络 ( 如论坛、BBS、微博等) 来发表自己对时
事或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评论”、“通过网络( 如百科网站、

专业知识网站) 开展专业或业务知识的学习”。被访者可
以从“从不”、“偶尔”、“有时”、“经常”里择一回答，赋值
分别是 1 到 4。我们把被访者对每一道题的回答都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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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定距变量并进行加总，得到了一个测量被访者利

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频率的量表。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值为 0． 651;数值越大，表示被访者利用互联网获取
信息越频繁。

第二组变量反映了被访者的政治取向。( 1 ) 党员是
一个二分变量。( 2) “主动捐赠财物经历”测量的是被访
者在过去 12 个月里是否曾经自愿地位社会事件捐助过财
物。( 3) “支持强人政治”是一个定距变量。我们在问卷
中询问被访者是否赞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强有力的领导
人比好的法律、制度更能给人以信心”这一说法。1 － 5 的
分值越高，表示被访者越赞同这一说法。

3．控制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 男女二分变量) 、是
否是非农户口和主观家庭经济状况。
( 三) 研究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有序回归 ( ordinal regres-
sion) 的模型来对信任的程度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在本文
中也将采用这一分析方法来探讨各种可能的因素对大学

生慈善组织信任程度的影响。

不同类型学校学生之间的信任差异

表 1 显示了被访大学生对各类慈善渠道的信任均值，

均值的值越高，则信任的程度越高。在不分学校类型的情
况下，大学生对慈善组织或渠道的信任程度按照由高到低

依次为: 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 ( 2. 97 ) 、官方慈善组织
( 2. 79) 、民间慈善组织( 2． 78) 、境外慈善组织( 2． 53) 、第三
方支付( 2． 45) 、明星网络名人组织的活动( 2． 36)、红十字会
( 2． 35)和企业渠道或活动( 2． 34)。这反映了一个大体上的
趋势:商业色彩的慈善渠道更不容易获得大学生的信任。

表 1 不同学校类型的被访者对不同
慈善渠道的信任状况

重点大学 普通本科 高职大专 合计
均值
( 标准差)

均值
( 标准差)

均值
( 标准差)

均值
( 标准差)

红十字会
2． 22
( 0． 91)

2． 30
( 0． 90)

2． 71
( 0． 92)

2． 35
( 0． 93)

其他官方慈善组织
2． 75
( 0． 71)

2． 78
( 0． 70)

2． 90
( 0． 70)

2． 79
( 0． 71)

民间慈善组织
2． 81
( 0． 71)

2． 78
( 0． 70)

2． 73
( 0． 73)

2． 78
( 0． 71)

境外慈善组织
2． 55
( 0． 73)

2． 54
( 0． 72)

2． 49
( 0． 74)

2． 53
( 0． 73)

企业渠道或活动
2． 34
( 0． 71)

2． 31
( 0． 70)

2． 39
( 0． 73)

2． 34
( 0． 71)

明星、网络名人组织的活
动

2． 36
( 0． 69)

2． 35
( 0． 68)

2． 38
( 0． 69)

2． 36
( 0． 69)

第三方支付
2． 51
( 0． 76)

2． 43
( 0． 78)

2． 39
( 0． 78)

2． 45
( 0． 77)

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
3． 00
( 0． 70)

2． 95
( 0． 71)

2． 94
( 0． 72)

2． 97
( 0． 71)

事实上，我们还采取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标准来给

慈善渠道划分“类别”:信任超过 50%的为第一个类别，不
信任超过 50%的为第二个类别。表示“很信任”和“比较
信任”两项合计超过 50%的慈善组织或活动正好有四个，
依次分别是: ( 1) “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 79． 1% ) 、( 2)
“其他官方慈善组织”( 73% ) 、( 3) “民间慈善组织”
( 69. 5% ) 、( 4) “境外慈善组织”( 52． 6% ) 。有超过 50%
的被访大学生表示“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的慈善组织
有正好也有四个，依次分别是: ( 1) “企业渠道或活动”
( 61. 3% ) 、( 2) “明星、网络名人组织的活动”( 59． 2% ) 、( 3)
“红十字会”( 55． 4% ) 以及( 4) “第三方支付”( 52． 5% ) 。
这个结果既有预期之处，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最

符合“常理”的结果是，大学生对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的
信任程度最高，而且即便是不信任的被访者里面，选择

“很不信任”的也最低 ( 3% ) ，这其实是“熟人社会”的一
个反映。信任感超过 50%的渠道全部都是各类慈善组
织，而官方、民间和境外依次排列的现实则值得进一步地
分析。不信任感超过 50%的渠道里，有两点值得深究的
地方。首先，大学生看来对带有“商业色彩”的慈善活动
的信任感较低，商家义卖、明星活动和第三方支付，都或
多或少带有或被认为带有“商业色彩”。第二，红十字会
虽然也是官方慈善组织，但信任程度较低，这也许反映了

该组织在大学生中的声誉尚未从过去的某些事件的冲击

下恢复过来的现实。事实上，在问卷设计时之所以将红
十字会单独列出，就是为了测试某些事件对信任感的影

响。如果以这些慈善渠道的组织化程度为一个标准的
话，那么第一类信任感超过 50%的渠道基本上都是组织
化程度较高的“组织”，而第二类信任感低于 50%的渠道
基本上都是组织化程度较弱的“活动”或“平台”。
不同学校类型的被访者对慈善渠道的信任程度也存

在差异。如表 1 所示，不同学校类型的被访者对慈善渠道
的信任有所不同。在对官方慈善组织的信任里，高职大
专的最高( 2． 90) ，其次是一般本科( 2． 78) ，最后是重点本
科( 2． 75) 。但在对民间慈善组织和境外慈善组织的信任
程度上，这个顺序却颠倒了过来，重点本科的被访者

( 2. 81 和 2． 55) 要高于一般本科( 2． 78 和 2． 54) 和高职大
专( 2． 73 和 2． 49 ) 。换句话说，“官方慈善组织”是一个
“例外”:相较于一般本科和高职大专的大学生而言，重点
大学的被访者对官方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最低，但对民间

慈善组织和境外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最高。

不同信任程度的影响回归分析

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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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趣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不同类型学校的
学生家庭来源、政治认知、社会经历的不同乃至数字鸿
沟。以表 1 的发现为基础，我们选取了慈善渠道中的四个
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红十字会、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和
企业活动。
表 2 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互联网行为上的

差异会给他们对慈善渠道的信任程度带来显著的影响。
首先，在四个模型里，大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频率

对于信任程度都呈显著的负影响，这说明上网获取信息

频率越低的大学生越倾向于信任这些慈善渠道。其次，
是否上微博给信任程度带来的也都是显著的负影响，不

上微博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信任各类慈善渠道。这或许意

味着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越大，对各类慈善渠

道的批判态度的可能性也越高。
翻墙行为带来的影响则要复杂一点。在模型三 ( 民

间组织) 当中，翻墙与否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影响，而在模

型四( 企业活动) 当中，也只是翻墙的被访者的正向效应

有着微弱的显著性( p ＜ 0． 05) 。在模型二( 官方组织) 中，
翻墙呈现出较强的负向显著，也就是说翻墙的大学生对

官方慈善组织持有低信任感的可能性更大。有意思的
是，在模型一( 红十字会) 当中，翻墙和不翻墙相对于“不
清楚翻墙是什么”的参照组来说，都呈现出很强的负向显
著。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丑闻给红十字会带来的影响，已
经超越了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表 2 大学生对不同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回归系数
模型一:红十字会 模型二:官方组织 模型三:民间组织 模型四:企业活动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网络获取信息的频率 － ． 119＊＊＊ ． 009 － ． 031＊＊＊ ． 010 ． 028＊＊ ． 009 － ． 060＊＊＊ ． 009
上微博( 参照是) － ． 133* ． 059 － ． 273＊＊＊ ． 064 － ． 351＊＊＊ ． 062 － ． 320＊＊＊ ． 062

翻墙
( 参照不知道)

翻墙 － ． 392＊＊＊ ． 065 － ． 287＊＊ ． 071 ． 060 ． 069 ． 162* ． 069
不翻墙 － ． 210＊＊＊ ． 050 － ． 088 ． 055 ． 100 ． 053 ． 116* ． 052

党员( 参照党员) － ． 096 ． 054 ． 136* ． 059 － ． 081 ． 057 － ． 127* ． 056
主动捐赠财物经历( 参照是) － ． 078 ． 045 － ． 300＊＊＊ ． 049 － ． 249＊＊＊ ． 048 － ． 120* ． 047
对强人政治的支持 － ． 018 ． 015 ． 048＊＊ ． 017 － ． 019* ． 016 － ． 024＊＊ ． 016
年龄 － ． 074＊＊＊ ． 012 － ． 090＊＊＊ ． 013 － ． 075＊＊＊ ． 013 － ． 042＊＊ ． 013
男性( 参照女性) － ． 099* ． 045 － ． 171＊＊＊ ． 049 ． 050* ． 048 ． 091* ． 047
户口( 参照农业户口) ． 293＊＊＊ ． 048 ． 237＊＊＊ ． 053 ． 110* ． 051 ． 148＊＊ ． 051
家庭经济条件 － ． 088＊＊ ． 032 － ． 095＊＊ ． 035 － ． 100＊＊ ． 034 － ． 100＊＊ ． 034

学校类型
( 参照高职大专)

重点本科 － ． 680＊＊＊ ． 063 － ． 216＊＊ ． 069 ． 312＊＊＊ ． 066 － ． 063 ． 065
一般本科 － ． 621＊＊＊ ． 061 － ． 159* ． 067 ． 210＊＊＊ ． 065 － ． 177＊＊ ． 064

截距项［1 =很不信任］ －5． 579＊＊＊ ． 318 － 6． 028＊＊＊ ． 346 － 4． 891＊＊＊ ． 336 － 4． 490＊＊＊ ． 332
截距项［2 =不太信任］ －3． 900＊＊＊ ． 314 － 4． 087＊＊＊ ． 341 － 2． 519＊＊＊ ． 331 － 1． 700＊＊＊ ． 327
截距项［3 =比较信任］ －1． 936＊＊＊ ． 312 － ． 961＊＊ ． 337 ． 292 ． 329 ． 918＊＊ ． 330
－ 2 对数似然值 17712． 153 14304． 816 14793． 113 14841． 727
卡方检验 633． 954 243． 135 142． 701 116． 891
Ｒ2 0． 083 0． 033 0． 019 0． 016
样本数 7286 7283 7286 7286

说明: * p ＜ ． 05，＊＊p ＜ ． 01，＊＊＊p ＜ ． 001。

模型一同样提示我们关注互联网对大学生信任感影

响的限度。这一点可以通过对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变量的
考察得到更进一步地显示。很有意思的是，党员身份在
模型一和模型三里面都不显著，不过根据模型二和模型

四，党员大学生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组织，而更有可能

不信任企业组织的慈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党
员大学生具有和非党员大学生相比不一样的倾向性，虽

然这种倾向的显著性并不是特别强烈。
被访者是否有过主动捐赠财物的经历在除红十字会

之外的所有三个模型里都具有显著性，但有意思的是，均

为负向。这也意味着没有主动捐赠经历的被访者，反倒

更有可能信任各类慈善组织。
对强人政治的支持与否同样在后面三个模型里具有

显著效应。模型三和模型四的负向效应意味着，越支持
强人政治的被访者，越不太可能信任民间组织和企业活

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模型二则显示对强人政治更有好

感的被访者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组织。
不少控制变量都显示出程度不同的显著性。年龄越

大的被访者，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信任感可能越低，这也许

是一种“社会阅历”的作用。男性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
组织和红十字会，而女性更有可能信任民间组织和企业

活动。我们之前曾怀疑这种性别差异受到了大学里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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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影响，毕竟一半印象中女性更多地学习人文社会

科学，男性更多地学习理工科，而许多理论都认为人文社

会科学带有更强烈地批判性。但交互分析和回归分析都
表明，大学生对不同慈善组织的信任差异在专业之间并

不明显。

在四个模型中，户口差异在大学生信任感的差异中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农业户口的被访者都
更有可能信任各类慈善组织。家庭主观经济条件也在四
个模型中均为显著，但方向均有负向。也就是说，认为自
己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被访者，越有可能不信任各类慈

善组织。我们并不是在这里主张经济条件越差、越来自
农村的大学生越对各类组织产生信任感，但被访大学生

在家庭出身上的巨大差异对信任感的重要影响显然是所

有人在评估这一议题时不得不重视的一个维度。

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存在两

个序列上的差异。第一个序列是依照慈善组织的性质，
从私人渠道、官方渠道、民间渠道、境外渠道到商业化的
渠道，大学生对它们的信任程度总体上递减。大学生对
官方慈善组织的较高信任，是一种“信心红利”的反映。

大学生并不像一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愤世嫉俗。

另一方面，本文也发现，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信心存

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大学生对机构的信任
感受“事件”影响的程度非常明显。比如，大学生虽然对
官方的机构的信任度总体较高，但对一些受丑闻打击的

官方机构( 比如“红十字会”) 的信任远远落后于几乎所有
其他任何机构。信任和信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主观和脆
弱的预期，对年轻的大学生更是如此。

第二个薄弱环节就是“社会”的影响。在校园内的大
学生的生活相对简单，但随着接触社会的渠道的增加和

程度的加深，有过社会经历的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态度

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大学生虽然极少参与较为激烈的
社会政治行动( 比如集会、抗议等) ，但他们并不是“冷漠”

的年轻人。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经历如果是负向
的，很有可能就会给他们的信任感带来负面的效应。

本文发现的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的第二个序

列，是不同类型的高校的被访者之间所呈现的巨大差异:

从高职大专、普通本科到重点大学，大学生的信任感总体
上来说按照这个序列递减。本文的数据显示，这很有可
能是这三类大学的学生在互联网行为上的“数字鸿沟”造
成的。更多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更多使用微博以及更

多“翻墙”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对各类慈善组织提出质疑。
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对青少年政治态

度和行为的看法。网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重塑了作为

支撑政治发展价值基础的政治文化。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对社会

和政治的信任感，但仅靠科技本身不能解决青少年的政

治和社会问题。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
信任，受户口、经济条件这些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甚至
他们之所以是进入到高职大专、普通本科还是重点大学，
也与此相关。提高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也许
更根本的，也应该是从社会和经济制度改善的角度去思

考和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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